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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吴中与浙东文学的互动 

——以文章批评与选本为中心 

张何斌 

【摘 要】明清的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文学领域体现出地域优势，同时又具备辐射全国的力量，明初的浙东文人

宋濂更是具有超越宗派、引领一代的影响力。在他之后，不同地域文学各自发展，吴中归有光、王世贞等以自己的

理论创作影响文坛，钱谦益更是努力秉守正脉，努力融合不同地域传统的优势，为明代文学的总结与清代文学的开

拓做出贡献。黄宗羲与清代全祖望等浙东后学在继承地域传统的同时，也对吴中等地文学进行了批判学习。两地文

人在继承各自道统、文统的基础上就学术、思想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不断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根据各自时代的

特点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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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吴中与浙东两地可谓经济文化的重镇。前者大致指古代苏州府所辖地域，包括常熟、太仓、昆山等县治，后者

则因居钱塘江之左得名，含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府。在明清两代，两地的科举、文学等方面尤为发达，具有相当可观的

作家数量与创作成就，体现出显著的地域优势，而又具备辐射周边、影响全国的力量。其中，活动时间跨越明清的钱谦益、黄

宗羲及私淑后者的全祖望等，在承传本地域传统、总结并发扬前人文学思想创作等方面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对这些人物的思想

与创作实践进行分析梳理，结合相关文章总集对作家作品的选录接受情况，可以见出两地在明清文学发展史上的互动交融及在

全国文学版图中的突出意义，从而为相关时段历史、社会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吴中文人与浙东文统的交汇 

常熟钱谦益作为吴中后学，对有明诸前辈尤其是本地域文学传统有很好的继承发扬。加上他个人的才学与在政坛、文坛的

身份地位，他对明清文学的走势也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不过，由于在易代之际的变节行为，钱谦益不免遭到遗民群体中不少

激进者的批评指责。他自身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这就引发了更多人对其进行反思批判，从而对明代文学的得

失与清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 

浙东文人在明朝政权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濂、刘基等都是重要的功勋元老。尤其是宋濂，除了其重要

的政坛地位，他也被奉为开国文宗。比如，明代“后七子”的代表王世贞就曾评价说：“国初之业，潜溪（宋濂）为冠，乌伤

称辅。”①王世贞等文学复古派主尊秦汉之文，对近世文人，除本群体内成员互相称颂外，少有推许，由此也可见宋濂的影响力。 

“宋濂可以说是明清文学史演变的意义特别的标尺之一。”②宋濂对个人的影响，更见于钱谦益的论述中。他曾称“余之从

事于斯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其中一点正是提到汤显祖启发他学习宋濂：“午、未间，客从临川来，汤若士寄声相勉曰：‘本

朝文，自空同（李梦阳）已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自是而指归大定，三也。”③在其它文章中，

他更是将宋濂与吴中前辈归有光并提，强调他们对自己转变的重要意义：“中年读潜溪、震川集，少知持择，始改辕易辙，思

自拔于流俗，望古之人之质的而超之。”④与钱谦益交好的顾苓也称其“周规折矩，不失程量，远轨昌黎、眉山，近准潜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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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⑤钱谦益对归有光十分推崇，而除此之外得其称许者也多是承传归有光余绪的嘉定文人。应该说，地域情结极强的钱谦益

推崇宋濂，就像归有光等人对这位开国文宗的尊奉一样，本就是一种超越门户的行为。杨维桢在为宋濂文集所作序中称其“‘试

不售，则辄弃去，曰：“吾文师古，则今不谐。吾宁不售进士第，毋宁以程试改吾文也。’此其学日古，文日老，非今场屋士

之以声貌袭而为者比也”，⑥加上稍后的方孝孺等在文学、精神气节等方面对明代士人的影响，以宋濂为宗的浙东文统在明代长

期占据重要地位。 

不只钱谦益，明清之际文坛另一位重要人物太仓吴伟业也对宋濂无比推崇。他曾说道：“自黄溍、柳贯以经术倡起婺学，

而宋公濂用其师说，首开一代之文治，后二百余年，巨公硕儒，后先辈出，终未有驾文宪而出其上者，盖穷经适用，甚矣实学

之难也！”⑦他特别指出，这种文学上的问题，根源仍在学问、思想方面。在这方面，嘉定王鸣盛的一番分析颇有深意： 

明自永（乐）、宣（德）以下，尚台阁体，（成）化、（弘）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有

光）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意，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延

袭，盖文之超绝者也。⑧ 

王鸣盛指出了明代文学发展中台阁体陈腐僵化、复古派又徒事摹拟等弊病，由此引出对本地域前辈归有光的称许。除了赞

赏他对文学注入的新鲜血液外，强调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为特定派别、师法对象所囿，尤其在思想内容上没有受制于“浙

东道学体”。言下之意，宋濂以后，不同地域文学传统也有着各自的发展。与吴中文坛相比，浙东之文就体现了更为浓烈的道

学气，而这多少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在文坛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吴中文学自身的传统便开始显现优势。 

博学好古是吴中文人的一大特点，比如钱谦益，虽然有强烈的地域观念，但具体到文学领域，只要是符合他理念的，宗法

上并没有那么狭隘。武进唐顺之虽属常州地区，但理论创作等与归有光颇具相似之处，被后人同归入“唐宋派”，也深受钱谦

益的推崇。他曾在文章中将两者并举，强调了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 

荆川（唐顺之）之指要，虽与金华（宋濂）稍异，其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世之为科举进士之业者，以帖

括诵法荆川，为应举之资而已。而钩章棘句之徒，又从而訾謷之。荆川之集，已束之高阁不观，而况荆川以上者乎？⑨ 

讲求实学，穷经适用，由经术以达于世务，正是唐顺之和后世为了应试为文而对唐顺之等人作品进行摹拟效仿之徒的重要

区别。更有甚者，某些人甚至没有好好读过唐顺之等的文章，却反唇相讥，攻讦诋毁。反过来看，唐顺之、归有光及在他们之

前的宋濂等，在为人、为学、为文等方面的矩度精神一脉相承，正是钱谦益所尊奉的正宗，而他也以传承与集大成者自诩。或

许也是看到了这种一脉相承，浙东后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也为唐顺之安排了一席之地。而对于吴浙两地文人士大夫在

世运国势风雨飘摇之时的核心地位，吴伟业指出：“往者门户之见，始于讲学，而终于立社，其于人心世道有裨者，实赖江南、

两浙十数大贤以身持之。”⑩言下之意，在明末学界文坛坛坫林立、流派纷争的乱局下，钱谦益等为核心的吴中前辈，能与两浙

后学一道秉守明初宋濂等浙东文人开创的正脉，肃清乱象。“先生（钱谦益）论明文，前祖宋文宪（濂），后宗归太仆（有光）。

盖二公不为专家之学，各蓄经世之志，先生所窃自比也。”○11钱谦益继承并发扬前辈精神，更自期青出于蓝。在这一背景下，吴

伟业对这位吴中同好的尊崇也毫不吝啬： 

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摸拟；学六朝 者失之轻靡；震川（归有光）、毗陵（唐顺之）扶 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门

（茅坤）分条晰委， 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钱 谦益）乎！○12 

吴伟业无情批驳了文学复古派中部分人流于形式剽窃的肤浅行为，而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通过师法唐宋之文而上达

六经子史的路径为正道。由此，承传这些前辈余绪的集大成者钱谦益，也就成了他和许多人眼中明清文学承前启后的桥梁。钱

谦益作为吴中文学的集大成者，更因承传了宋濂等开创的文统而成为融合地域传统、超越门户的一代文学结穴。钱谦益个人的

理论创作乃至品行等都还有可议之处，但这种影响力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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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明文总集看吴浙之文 

前文所论，涉及明代归有光、王世贞等吴中作家和宋濂、刘基等浙东文人，以及唐顺之等因理论观念相似而不受地域所限

的紧密联系者。除此之外，由于两地文坛中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等活动时段跨越明清两代的重要人物的贡献，吴中与浙东

文统在相互影响中共同繁荣，并有力引导着明清之际文学嬗变的走势。 

如果说上述两地代表性文人的批评话语是文学思想的集中阐述，作品选集则是对他们理念的具体呈现。选集之中，由于古

代较早形成的“以诗存人”的传统，诗歌总集在发挥收录文人功用时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具体作品传播、接受的实际面貌，而一

些关于特定文章文体（如八股时文）的选本也常常因其专而使读者难以得见作家创作的完整性。加上宋濂、刘基与归有光、王

世贞以及唐顺之等人的文学活动结束时明朝尚未灭亡，故编选时间过早的总集亦不足以代表有明一代文章。就存世的总集来看，

编纂于清初的选本最具有观照明代文章创作的价值。这一时段本身就是明代诗文总集编纂的高峰，编选者大多在明清两代都有

一定的活动时间，熟悉并努力对明代文学、文化进行总结与反思，重要作品的利用更是成为了存一代之史的宝贵文献。 

这一背景下，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本身在理论创作中就有重要地位的明末清初文人，他们编选的明代文章总集尤具意义。关

于钱谦益通过编纂明文总集引导文坛风气的努力，时人王时敏就曾说：“闻牧翁（钱谦益）杜门，专力选国朝文集，悬示指南，

使服习者知所趋向，砭俗学而起大雅，厥功甚伟，非独珠林玉圃，为钜丽之观已也。”○13可惜的是，钱谦益尝试编选的总集未能

留存，后人只能经由他在不少文章中发表的言论及他编纂的包括他为入选之人撰写小传的明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来体会他

的文章学思想。相比钱谦益，编选的多种明文总集都得以大致完整传世的黄宗羲，他的文章学思想就在理论文献上得到了双重

反映。黄宗羲自身理论创作暂且不论，此处先分析他编纂的三种总集。加上另外几种清初明文选本，分析其中收录吴中、浙东

作家作品的情况，能使两地文坛的繁盛状况和对明清文章学演进的重要意义得到揭示。以下先简要介绍本文选取分析的几种清

初明文总集的概况： 

（一）《明文案》，黄宗羲编，后遭到抽毁，主要以不同钞本的形式流传，有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

丛书》（第958-96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44-47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据浙江

图书馆藏清钞本）等影印本，存卷一至卷一百一十四、卷一百二十五至二百一十七； 

（二）《明文海》，黄宗羲编，亦因收录钱谦益等人作品故，今存虽经补遗，已非本来面目，有中华书局1987年据原涵芬

楼藏钞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九二总集类，第1453-14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等影印本，存约四百八

十卷； 

（三）《明文授读》，黄宗羲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锡琨味芹堂本）等影印本，六十二卷； 

（四）《山晓阁选明文全集》，清初嘉善隐士孙琮编，有《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49、50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据北京大学、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等影印本，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八卷； 

（五）《明文英华》，清初吴江顾有孝编，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据天津图书馆藏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传万堂刻本）等影印，十卷； 

（六）《明文在》，清初常熟薛熙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8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据辽宁大学图书馆藏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古渌水园刻本）影印本、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点本等，一百

卷，其中卷四至十八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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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种总集，编选者既有浙东黄宗羲这位自身理论实践在学界文坛有巨大影响者，也有顾有孝、薛熙等努力通过总集编

纂传承前辈文学的吴中后辈，以及孙琮一类看似别具一格者。选本的编纂，受制于编选者的眼光及可利用文献，本就带有一定

偏向性与偶然性，比如黄宗羲的三种选本中，每一种其实都存在未被其它两种所选入的作家。一人之选尚且如此，涉及不同地

域、宗派的选家编纂的总集，其间自然也多少存在各方面的差异。但恰恰因为如此，分析这些选本得出的共性就尤具说服力。 

首先，在入选作家所涉地域方面，虽然资料的可靠性、人员的流动性使这方面难以一概而论，但由总体看来，籍里属今苏、

浙、赣、闽的始终居多，且前两地排序非一即二，而苏州一府，即吴中地区，体现出明显优势，浙东也较浙西为胜。六种选本

共涉及约9319篇文章，960位作家，选人选文虽各有差异，但有31人的作品为所有选本选入，前文论及吴中归有光、王世贞、浙

东宋濂、刘基及唐顺之等悉数在列。此外，尚有吴中高启、桑悦、王鏊、文震孟、浙东苏伯衡、胡翰、王祎、方孝孺、王守仁、

陶望龄等。这些人不全以文称，各选本收入作品数量亦不尽居前，但毕竟体现了普遍的认可度。 

具体到作家个人，刘基《苦斋记》、王守仁《象祠记》与《瘗旅文》三文为所有选本选入，浙东文坛更因明初文宗宋濂和

方孝孺入选篇目的稳居前列而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即便在收归有光文章最多的《山晓阁选明文总集》和《明文在》中，这

两位也位居三甲。而在浙东后辈黄宗羲的三种选本里，他们更是占据了头等重要的两个位置。 

当然，如前文所论，从选入作家作品的倾向性也能见出选家本身的宗尚。黄宗羲尊崇两位浙东前辈自然可以理解，对同样

颇为文坛认可的归有光却似乎并没有特别好评，所选其人文章数量甚至还不如同样被归为“唐宋派”的唐顺之和王慎中。不管

怎样，从以上选本的编纂、收入作家作品的情况本身可以看出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明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浙东后学黄宗

羲经由编纂总集而做出的努力，更使浙东文统在易代之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三、黄宗羲对吴中文学的批判学习 

黄宗羲编选明文总集，虽包含弘扬浙东文化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对一代文章整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存史修史。他和众多

浙东后学也因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虽然在清代没有再出现宋濂一类宗主式的人物，却将地域传统延续了下去，直到晚近仍

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对明代文章学的集成与反思、他个人在文学理论创作方面的成就，便

同时具有开创清代文学文化新局面的意义。再加上他与钱谦益的密切联系，通过分析黄宗羲对钱谦益以及他代表的吴中传统的

态度评价，联系对易代之际政局、文化、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认识与思考，能更好地观照黄宗羲等浙东文人对明清文学转型、发

展的意义。 

黄宗羲早年即酷爱读书，虽屡试难第，但科举考试毕竟对文章形式有所限制，难免会黜落不少英才。而像黄宗羲这样学问

精深、志向高远的人，即便不能由应举之路开启飞黄腾达的仕途而实现价值，他的抱负与能力也不会轻易被埋没。他自己就曾

提及一次落第后的经历： 

庚午岁，余自南都试回，遇公（文震孟）于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见余后场，嗟赏久之，谓后日当以古文鸣世，

一时得失，不足计也。○14 

文震孟是吴中文坛的佼佼者，也是在政坛颇具名望的要员，黄宗羲父亲黄尊素的神道碑铭更是由他所撰写。黄宗羲编选的

三种总集，也都收录了这篇《黄忠端公神道碑铭》。在两家有这层关系的情况下，黄宗羲特别强调这位前辈对身为后辈的自己

的赏识鼓励，就显得饱含深情。的确，一个下第的举子能亲身登上高官先达的船并呈上一份被黜落的试卷而得到称赞，即便是

劝勉多于真正的认可，对黄宗羲而言总是一番能终身铭记的珍贵回忆。而黄宗羲后来在诸多方面的种种成就，也确实没有辜负

文震孟的厚望。 

“（黄宗羲）初师钱谦益，颇得其笔。”○15像当时的很多文人一样，年轻的黄宗羲对承传了浙东宋濂、吴中归有光等不同地



 

 5 

域、众多前辈学术与文学传统的文坛领袖钱谦益颇为认同。而因为东林党后人的身份，黄宗羲也多少参与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复

社等文人活动，跟钱谦益也多了一分亲近。钱谦益对他也十分欣赏，不仅曾于文债难酬之际迫其代作，更尝以墓志铭相托，显

有衣钵传承之意。 

不过，黄宗羲虽然也学习钱谦益，却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文人一样丧失自己的识见判断，而始终坚守着独立的考量立场。比

如，“归有光一派本于六经、取法于史、非假古董等方面的特点，是与黄宗羲的主张相合的。”○16归有光等不为科举体制所囿，

扎根经史之学，也不像复古派中某些徒然摹拟古人之文形式的行为，而是努力学习前贤与经典的真精神，这是钱谦益等许多吴

中文人推崇的，也是黄宗羲本身就认同的，和他对钱谦益的尊敬与学习无关。“钱谦益是站在以归有光为代表唐宋派一边，而

黄宗羲则站在明初的宋濂、方孝孺一边。当然两人最终是殊途同归，都要求返经还古，从经术中来，到文章中去。”○17在看似一

致的宗法背后，其实隐含二人对各自地域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浙东学术、文学自有渊源，而宋濂不仅是浙东文宗，归有光等吴

中文人也会尊奉学习的开国文臣之首。黄宗羲曾言：“当王（世贞）、李（攀龙）充塞之日，非荆川（唐顺之）、道思（王慎

中）与震川（归有光）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 ○18他肯定归有光等人对古文之道的承继之功，而他们承继的仍是宋濂等

浙东文人开创的文章统绪。在这一点上，黄宗羲所秉持的文脉似乎占据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也正因为此，黄宗羲学习但不迷信

钱谦益，循着自己的路径走出了同样宽广的道路。 

黄宗羲对晚明以降学界文坛的混乱局面十分不满，曾直接批评道：“当今之世，士君子不可为者有二，讲学也，辞章也。” 
○19在他看来，“士君子”是一种值得珍视的身份，应该在文学、学术、政治等多方面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不应专攻小道，更不可

与庸庸之徒混作一团。关于“讲学”，涉及包括佛学论争在内明代理学史上诸多问题，于此暂不多谈，重点来看“辞章”。 

黄宗羲并无关于“辞章”内涵的专门论述，但结合他论人衡文的整体观念看，他并不是否定文学创作的意义，因为他自身

也有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传世，他要否定的是那些在形式内容上价值不大却会损害社会人心的文体和创作行为。身经社稷倾颓、

朝代鼎革，他对此尤其敏感和痛恨。比如，他在《作文三戒》中，就以“当道之文”、“代笔之文”和“应酬之文”○20为创作时

应该避免的，而在《砚铭》一文中，他也托物言志，强调“毋酬应而作，毋代人而作，毋因时贵而作。宁不为人之所喜，庶几

对古人而不怍。”○21从这些话语中能明显看出黄宗羲对酬应、代作、奉命之作等的反感，也能见出他耿介的性格。 

耿介如黄宗羲，甚至会在给别人的寿序中也批评应酬的问题，比如在《张母李夫人六十寿序》中他称“应酬之文，知文者

所不为也。颂祷之间，此应酬之尤者。”○22而关于应酬之文特别是其中寿序的弊病，他在另一篇寿序中有所谈及： 

近日古文道熄，而应酬之所不能免者，大概有三，则皆序也。其一升迁贺序．假时贵之官阶。多门客为之：其一时文序，

则经生选手为之；其一寿序，震川（归有光）所谓横目二足之徒，皆可为之。盖今之号为古文者，未有多于序者也；序之多，

亦未有多于寿序者也。其多之所以至于如此者，求文之家，不识古文词为何物，无所差择，不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23  

黄宗羲首先指出这是一个古文正道倾颓的时代，而应酬之文的兴盛正是文道衰败的体现。像其中的升迁贺序，便是他所反

感的“因时贵而作”。而这类创作泛滥的背景，是众多文人不再潜心经史典籍，甚至只靠些时文册子来揣摩八股技艺，以期应

举仕进，由此学界、文坛的风气不断恶化，世态人心也显现出不良的状况。他接着提及归有光对寿序的批评，强调序文尤其是

寿序的泛滥正是“古文道熄”的表现。颇有意思的是，归有光的这番言论，也是在给他人的寿序中发出的： 

东吴之俗，号为淫侈，然于养生之礼，未能具也；独隆于为寿。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于其诞之辰，召其乡里亲戚

为盛会，又有寿之文，多至数十首，张之壁间。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

可为也。予居是邑，亦若列御寇之在郑之鄙，众庶而已，故凡来求文为寿者，常不拒逆其意，以与之并驰于横目二足之徒之间，

亦以见予之潦倒也。○24 

归有光的后学娄坚也曾指出“吾吴之俗，自年六十以上率十年而一祝，则必侈为文辞以待万年之觞”，○25可见当时在吴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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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祝寿贺序的风气已很盛行。归有光身为吴中人士，对地域文化中这种奢侈铺张的风气十分反感。黄宗羲所言“求文之家，不

识古文词为何物，无所差择，不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即由归有光“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

之叹引申而来。不过，归有光由于久试难第，长期偏居乡隅，靠教书勉强餬口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时常卖文为生。但是，归有

光的这些“应酬”，“既有对时政世态的规讽，又有对同年、后辈的劝勉鼓励，虽说是为应酬而作，但不失立言之旨”。○26对此，

黄宗羲也表示理解：“顾寿序如震川（归有光），而可以应酬目之乎？”○27 

黄宗羲对归有光的态度是辩证的，虽然并未给予他第一等的评价，但编选的总集也收录了他包括这篇《陆思轩寿序》在内

的不少作品。而当时间来到黄宗羲自己所处的时代，在明末国难当头、政局危亡的形势下，曾为归有光所批评的问题更俨然成

了不祥之兆。徒事辞章之士，也就成了黄宗羲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他在为别人寿诗中所写：“平生不作应酬文，征启何曾入见

闻？……知君好士喜文人，试问文人若个真？七十年来所见者，可怜空费此精神！”○28此诗作于晚年，仍不减耿介锋芒。而在这

些对应酬之文的批评背后，又隐隐体现着黄宗羲与大力推尊归有光的钱谦益在为人为文方面的区别。 

相比归有光，钱谦益的才学似乎更胜一筹，仕途更是远为顺利，身上喜交际、好铺张的文人习气也因为交游的广泛、各类

活动的频繁而愈发突显。他是东林领袖、文坛宗主，即便有易代之际的变节行为，身份地位不减，求文索序者仍络绎不绝。人

的才思精力毕竟有限，据说某次因人索文甚急，钱谦益只得将登门拜访的黄宗羲锁在书房，迫其为己代作三篇。从中虽可见出

钱谦益对黄宗羲的器重，后者并非情愿亦是事实。钱谦益更曾向黄宗羲托以身后墓志铭，不过钱谦益之子并未遵父之愿，而是

另择龚鼎孳作。对此，黄宗羲为自己免于是非而庆幸，也显示了他对钱谦益尊敬之余在文学等许多方面的保留态度。○29  

比如，在《明儒学案》这部学术史著作中，黄宗羲也就相关人物的文学造诣提出了与钱谦益的不同见解。钱谦益曾批评自

己的吴中前辈黄省，“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受。正（德）、嘉（靖）之间，倾心北学者，袁永之（袠）、黄勉之

也”，○30“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李梦阳），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31王士

禛也对相关批评记载道：“黄省曾，吴人，以其北学于空同（李梦阳），则摈之；于朱凌溪应登、顾东桥璘辈亦然。”○32黄宗羲

则坚持自己的观点：“钱牧斋（谦益）抵轹空同（李梦阳），谓先生（黄省曾）倾心北学，识者哂之。先生虽与空同上下其论，

然文体竟自成一家，固未尝承流接响也，岂可谓之倾心哉！”○33既入选《明儒学案》、文章又同时为黄宗羲三种总集收录的，仅

有王守仁、胡翰、陶望龄、方孝孺、徐阶、唐顺之、焦竑、罗伦、霍韬、薛瑄等10人，其中4人来自浙东，而只有黄省曾是吴中

文人，黄宗羲对他的肯定显而易见。 

又如，对于明代“性气诗”的代表庄，钱谦益多有批评： 

孟旸（庄）刻意为诗，酷拟唐人，白沙（陈献章）推之，有“百炼不如庄定山（）”之句。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

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而丰城杨廉，妄评其诗，以为高出于唐人，杜

子美“穿花蛱蝶深深见，扑水蜻蜓款款飞”，比定山“溪边鸟讶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尚隔几尘。此等缪种流入后生八识

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34  

“刻意为诗”且竭力“酷似”的行为，本身就是钱谦益常指斥的，“多用道学语入诗”则更为其所反感。钱谦益对前人对

庄诗歌的推崇颇为不屑，连带也批评了与庄关系密切的理学大家陈献章。黄宗羲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意见，称“先生（庄）

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于乐天（白居易）一等。 

钱牧斋（谦益）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庄），其自谓知白沙（陈献章），亦未必也。”○5钱谦益的批评正为庄

诗中的道学气而发，但这恰恰是黄宗羲所看重的部分，由此也能见出二人在学术、文学观点上的分歧。正如嘉定黄淳耀评价唐

顺之诗文时说：“《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欧（阳修）、曾（巩）嫡派。集中诸杰作，如《读〈春秋〉》、《周襄敏公传》、

《叙广右战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惜其得意处流入近时道学一路，然谈理亦多发明。诗则必不可法，文

可谈理，诗不专谈理也。”○36黄淳耀的评价尚可商榷，但作为吴中文人不喜为浙东文人重视的唐顺之文中的道学气，也多少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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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传统使然。 

就特定对象提出不同见解还只是一种间接批评，黄宗羲更曾直接指出钱谦益自身创作的问题：“钱牧斋掎摭当世之疵瑕，

欲还先民之矩镬，而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37“排比铺张”，恰恰正是为顾苓所欣赏的钱谦益文章的一大特征。 

作为欣赏黄宗羲的文震孟的外孙，顾苓对钱谦益的文章称赞道：“铺张扬厉，振动激昂，区明忠烈而电掣霜飞，洒耻发潜

而天愁鬼泣。”○38但是，这种风格却为黄宗羲所反感。黄宗羲肯定了钱谦益揭示文坛弊病、复兴前辈理想规矩法度的努力，但也

认为他的创作实践不能与这种愿望相符。后世郭象升也就钱谦益创作实践中的问题感叹道：“牧斋（钱谦益）胸罗四库，旁通

九流，才情艳逸，固凤洲（王世贞）之匹；持论虽正，观其所作，亦不能确守其言，得无仅为坛坫之争哉！”○39  

“不能入情”，结合黄宗羲与钱谦益二人分歧看，更多黄是对钱身上喜欢应酬唱和的“文人”气的不满，也认为他由于没

有承传为浙东学人所看重的理学精神而使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有所缺失。黄宗羲曾分析归有光文章的长处说：“然震川（归有光）

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司马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纾回曲折次之。”○40得神而入情，是归有光得黄

宗羲肯定之处，也是钱谦益的不足之处。刘咸忻指出，“论文主情是浙东绪言”，○41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至情，即切时、切

事而至者。”○42结合黄宗羲所论，亦多少可见地域传统的体现。 

站在回顾、反思整个有明一代的层面上，黄宗羲结合对几位重要人物的评判总结道： 

弇洲（王世贞）、牧斋（钱谦益），好丑相半。上下三百年间，免于疑论者，宋景濂（濂）、唐荆川（顺之）二人。○43  

钱谦益尊奉归有光的同时贬抑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但在黄宗羲看来，钱谦益自己的理论创作也是得失参半，就整体成

就而言未必超过他所批评的对象。相对钱谦益以及他的前辈归有光、王世贞这些吴中文人，黄宗羲显然更看重浙东文宗、开国

文臣之首宋濂，以及传承发扬了理学传统的唐顺之，这些是为数不多为他所认可的明代人物。在黄宗羲的三种文章总集中，浙

东前辈宋濂、方孝孺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而唐顺之文章的收录数量也稳居第三位。 

他们体现出的共性，借用钱谦益的话说，是“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而这正是黄宗羲看重的学术、文学的正道。

相比黄宗羲一再强调作为有明一代道统、文统当之无愧开创者的宋濂，唐顺之又只是一个好的承传者而已，归有光、钱谦益等

吴中文坛的杰出代表值得肯定之处就更少了。在对这些本地域之外优秀文人批判学习的同时，黄宗羲通过努力实践，传承并发

扬浙东传统，在朝代鼎革之际确立了他所认同的明代文学正宗。 

四、全祖望对前人的反思 

作为黄宗羲在浙东的后学，全祖望是清代前中期学界文坛又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颇有意思的是，他虽然生在清代，距离

黄宗羲去世都已过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并未受过黄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却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人物充满兴趣。他对钱谦益、

黄宗羲等前辈为人、为学、为文等方面以及他们所代表地域传统的思考认识，对世人颇具启发意义。 

虽然身上带有一种遗民般的正直气节，在分析看待事物时，全祖望却不像有些遗民一样激进极端，而较为理性客观。比如，

在对待崇祯皇帝坚守北京终至自缢煤山而亡的问题上，全祖望在《明毅宗南迁论》中写道：“事有万不得已，则与其偕亡，不

若暂为迁幸以谋兴复，四方亦谅我之衷，而不遽谓非也。”○44全祖望肯定危机时刻的变通，不赞成盲目的牺牲，支持对有生力量

的保存。这其中，多少也含有对易代之际包括钱谦益在内一些人“变节”行为的理解，或至少是同情。 

对于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全祖望确实没有直接尖锐的批评，但这不表示对他行为的完全认同。比如，全祖望曾联系钱谦益

和吴伟业这两位出仕清廷的前明文坛重要人物评论道：“予尝谓近人如东涧（钱谦益），（庾）信之徒也；梅村（吴伟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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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之徒也；同一失节，而其中区以别矣。”○45吴伟业是在满清统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不得已出仕，也在诗文作品等多方面表现

了忏悔情绪，世人也多表示理解。 

相比之下，钱谦益才名更盛，更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主动开城迎降即便是为了使南京百姓免遭屠戮，却成了不可饶

恕的行为。而不论他人如何评说，在仕清之后，钱谦益虽因遗民群体的攻讦时常流露出一些羞愧懊悔，但总的趋向是顺应时势，

专注于实干，在自身得以保存的情况下努力为明代文化的整理总结做出贡献，同时还在暗中支持反清复明的活动。这当中复杂

的动机不得而知，但入清后钱谦益在学术史、文学史等方面创造了新的成就，也是不争的事实。 

钱谦益不容埋没的贡献，使全祖望对他不乏欣赏，甚至因此在文章中为他的行为作出过辩解。比如，他又曾将钱谦益与另

一位降清出仕的前明著名文人龚鼎孳并提道：“钱尚书失身于柳如是，龚尚书失身于顾媚，以一妓而坏名节者，盖有之矣。○46当

然，将“变节”的原因归咎于女性的影响，并因这些女性并不为主流社会认可的出身而对她们加以贬低，并不是解释历史人物

行为的应有态度。 

对钱谦益的人品行径，全祖望持理解的保留态度，相比不少极端看法已属平允客观。而具体到对钱谦益文学思想与创作实

践的评价，他也能实事求是，不以人废言，对钱谦益的得失作出了尽可能客观的判断。比如，黄宗羲认为钱谦益“掎摭当世之

疵瑕，欲还先民之矩镬，而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全祖望也指出了“蒙叟（钱谦益）力追八家，而累于排比”
○47的问题。钱谦益尊奉包括黄宗羲、全祖望的浙东前辈宋濂所代表的明代文章正统的努力是他们一致认可的，但他文章排比铺张

的弊病也为二人同样诟病。关于钱谦益相比前人的不及之处，全祖望曾联系宋濂、归有光等指出： 

明初集大成者惟潜溪（宋濂），中叶以后，真伪相半。虽最醇者莫如震川（归有光），亦尚在水心伯仲之间。独蒙叟（钱

谦益）雄视晚明，而拟之潜溪，逊其舂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随乎国运而不自知者。语曰：“文章天地之元气”，岂不信哉？○48  

一句“集大成者”，便将宋濂抬高到前代文章统绪传承者的地位。全祖望所持似是文学退化论，认为随着国运世道的衰颓

文学也难与前代相比。因此，无论是归有光还是将其精神发扬光大的钱谦益，相比宋濂总差了一截。而关于“文章天地之元气”，

归有光和黄宗羲都曾有过相应表述。前者曾说：“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 

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49后者则称“夫文章，天地之元气

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

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50在归有光看来，文章之事世人自有评判，真文章的价值不会因为作者人生的顺逆及一

时毁誉而改变。这种态度，正支撑着归有光走过困厄的一生。吴江朱鹤龄就此阐释说： 

归太仆（有光）又言：“诗文者，天地之元气。”……若夫得元气者，西清东观之间，振其步武。明堂清庙之上，戛其声

音。煌煌乎，山龙藻火之采烂焉。琅琅乎，璆璜冲牙之响发焉。惟其受之于天者全，故凡音不得与之竞工拙也。○51  

而从黄宗羲的角度，太平盛世时廊庙台阁的舂容大雅之致尚显现不出文章作为天地元气的力量，反而是在国运倾颓的末世

更能彰显真文章的价值。作为易代之际的遗民，黄宗羲深谙世事剧变带给文人及其创作的正面影响，也从中看到了崩塌的社会

下不灭的精神。 

全祖望引用这番话语，当是对归、黄二人理念均有所吸收。不过，从他将钱谦益与宋濂所作对比看，明初的盛世与宋濂作

为开国文宗的“舂容大雅之致”仍是他更为欣赏的。“随乎国运而不自知”，也隐隐体现出全祖望对明代由盛而衰直至灭亡历

程的叹息。 

由以上言论也可见出，全祖望虽然同样承继浙东文学的传统，也将宋濂置于有明文章正宗的地位，但就文学史上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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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而言，却也与浙东前辈黄宗羲有所区别。就像黄宗羲敬重、学习但不迷信于钱谦益，且对他的为人为文有批判反思，生

长于清朝统治下的全祖望过着比黄宗羲更安稳的生活，身上的学者气似乎也更多，也以更加平允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位与钱谦

益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也体现出一些“随乎国运而不自知”的相似问题的前辈。 

相比黄宗羲，全祖望持更为通达的见地，因此对黄和钱谦益等人所处时代文人多少带有的偏狭习气表示了不满。“门户之

见，始于讲学，而终于立社。”晚明以来，不同政党、文社等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也成为了耗尽明王朝气运的重要因素。如

张履祥所言，当时“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于世无所上下”。○52可以说，文人间论争产生的危害并不亚于战乱。黄宗羲也曾

批评晚明文坛学界的宗派问题说：“才学把笔，不曰吾由何（景明）、李（梦阳）以溯秦、汉也，则曰吾由二川（荆川、震川，

即唐顺之与归有光）以入欧（阳修）、曾（巩）者也。党朱（熹）、陆（九渊），争薛、王，世眼易薮，骂詈相高。有巨子以

为之宗主，则巨子为吾受弹射矣。”○53黄宗羲甚至意识到浙东地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万历以来，排摈诋厚，出而杀君子者，

多自浙人。盖由宋至今，沿之为俗。故朝廷之上，成之为党，遂使草野之间，讲之为学。”○54上到朝廷政党，下至草野讲学，最

终仍指向了文人的坛坫之争，这种风气是黄宗羲所反感的。话虽如此，但黄宗羲与钱谦益颇为相似的一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地

域观念，加上也多少参与党争及文社活动等，就也不免显现出或多或少的门户之见。全祖望曾有诗曰“门户纷纶祸未休，可怜

文字亦戈矛”，○55表达了对门户斗争的痛恨，并曾引用黄宗羲弟子郑溱的话说：“然慈溪郑平子曰：‘梨洲（黄宗羲）门户之见

太重，故其人一堕门户，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习气，亦未可信也。’予颇是之。”○56过重的门户之见，会使人对非本宗派者

过分苛刻，而少了一分客观平允。对于黄宗羲这方面的弊病，全祖望还有更深入的批评： 

惟是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

学。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时时流露。

然其实为德性心术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问之，亦必不以吾言为谬。过此以往，世之谤先生者，皆属妄语，否则出入仇口也。○57  

正像黄宗羲评价钱谦益为“好丑相半”，全祖望也直接将明初以降文学发展的局面总结为“真伪相半”。而若是“雄视晚

明”的钱谦益在全祖望眼中相比宋濂都少了“舂容大雅之致”，同样“随乎国运而不自知”，他对浙东前辈黄宗羲也就难有更

高的评价。如同钱谦益身上同样带有的习气，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不免余议”的原因是“党人”、“文人”的特征。 

“留连于枝叶”的重要表现，便是黄宗羲自己所强调的“士君子不可为”的“讲学”和“辞章”，但这恰恰也是他人生学

术、文学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难免沾染上相似的习气，黄宗羲对钱谦益一些方面的弊病提出了批评，但

自己身上同样的问题，黄宗羲“殆亦不自知，时时流露。然其实为德性心术之累不少”。由此，黄宗羲本人思想创作中的一些

缺失也可从这方面得到解释。当然，既是为了婉转维护浙东前辈的尊严，也多少显示自己观点的可信，全祖望强调“过此以往，

世之谤先生者，皆属妄语，否则出入仇口也。” 

颇有意思的是，全祖望的弟子董秉纯，也是他文集的编订者，似乎对其师的理论与创作持一定保留态度。不过，他并没有

多作评判，而是尽可能保留先师著述的原貌。他谦逊地称：“盖淘汰以归粹精，予既非其人，则与其芟薙窜削，使荡为飘风，

湮为野蔓，无宁仍存缃箧，藏之名山，以俟后之虞山（钱谦益）之于震川（归有光）而已矣。”○58先后相承，学习并发扬前辈的

优良传统，而又保有自己独立的见地，由此进行批判反思，推动学术、思想、文学等不断发展，是对前人真精神的传递。也正

是因为敬重、学习而不迷信黄宗羲等前人，全祖望能较为清楚地看待他们在学术、文学上的得失，在吸收地域内外优秀传统的

基础上为学术史、文学史等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语 

明清经济的重镇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文学领域也体现出地域优势，这点在各种关于明代文章的总集中即有所体现。浙东文

人宋濂除了因开国功勋具备重要的政坛地位，也被奉为一代文学的正宗，具有超越门户宗派的影响力。在他之后，不同地域文

学有着各自的发展。吴中文人归有光、王世贞等以自己的理论创作影响着文坛，钱谦益更是在易代之际学界文坛坛坫林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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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纷争的乱局下，秉守正脉，努力融合不同地域传统的优势，为明代文学的总结与清代文学的开拓完成了集成之功。 

浙东后学黄宗羲对吴中文人钱谦益也不乏敬重与学习，却并未丧失自己的识见判断，在对多少带有好铺张、应酬等成分的

吴中等地文学进行批判学习的同时，更着力继承与发展浙东传统，努力实现道学与文学的结合与发展，道统与文统的融汇与延

续。他的后辈全祖望虽然同样承继了浙东文学的传统，将宋濂置于有明文章正宗的地位，但比黄宗羲少了些党人习气与门户之

见，对文学史上具体问题的见解也和他有所区别。全祖望对钱谦益人品行径的态度较为平允客观，对他文学理论创作也进行了

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黄宗羲在学术、文学等方面的得失，全祖望也能较为清楚地看待。 

从明初浙东的宋濂到晚明归有光、钱谦益等吴中文人，以及黄宗羲与清代全祖望等浙东后学，虽然涉及吴中与浙东两大地

域，却有一种内在的脉络紧密贯穿，背后是对道统、文统传承下关于学术、思想、文学等方面问题的不断探讨。如清初吴江潘

耒言：“窃谓明代名家，如宋金华（濂）之浑厚，方逊志（孝孺）之英爽，吴匏庵（宽，长洲人）之淳深，王文成（守仁）之

明达，唐荆川（顺之）之纾徐，归震川（有光）之简洁，钱牧斋（谦益）之雄博，黄陶庵（淳耀，嘉定人）之坚凝，是皆天地

元气。”輩 在与地域传统相关而又不局限于此的背景下，后学对前辈进行学习、继承与批判反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根据各

自时代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本文系浙学论坛2019“青年学者浙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本次论坛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师范大学

主办。） 

注释：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影印明万历五年（1577）王氏世经堂刻本，北京出版

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②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③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8页。 

④○11钱谦益：《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0、968页。 

⑤○38顾苓：《塔影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3页。 

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 

⑦⑩○12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7、1088、1087页。 

⑧转引自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0页。 

○13王时敏：《王时敏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页。 

○14○54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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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16李圣华：《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 

○17冯小禄、张欢：《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18○19○20○22○23○27○37○40○43○50○53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4、371、482、506、508、506、156、354、

403、320、340页。 

○21“观此铭而其人如见已。”金埴：《不下带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页。 

○24○4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21页。 

○25娄坚：《学古绪言》，《四库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26杨峰：《归有光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5页。 

○28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29“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曹，不合

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

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唯兄知吾意，

殁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其子孙贻，与闻斯言。其后孙贻别求于龚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黄宗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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